
“岳飞《满江红》”伪托新考
———袁纯是“岳飞《满江红》”肇始者

肖　 鹰

　 　 摘　 要:
 

传世的“岳飞《满江红》”一词,首次出现于明代中叶袁纯编辑《精忠录》。 自 20 世纪 30 年代

以来,余嘉锡等学者对此词著者产生质疑,相关争议至今未获得学界共识。 在学界既有研究和争议的基础

上,对比考辨“岳飞《满江红》”与史载岳飞诗文、元杂剧《东窗记》,同时参证《精忠录》编辑和刊刻的史实,
可对该词非岳飞所作,做出进一步的文本研究,提供“内证”阐述。 考辨可知,不仅“岳飞《满江红》”系明人

伪托,而且伪托的肇始者就是以编纂《精忠录》而使该词“突出于明之中叶”的汤阴县教谕袁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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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世文献中,岳飞子岳霖、孙岳珂接力编纂的《金佗稡编·鄂王家集》 ①是最早辑录岳飞遗作的

文献。 其中,没有自明朝中叶出现的“岳飞《满江红》”。 据现有文献研究,1458 年立石汤阴县岳飞庙

中的《满江红》词碑,是现今可见的“岳飞《满江红》”最早版本。 岳飞 1141 年遇害,至 1458 年,他已离

世 317 年。 这首《满江红》在数百年后成为“忠烈岳飞”的标志性诗词,“现在《满江红》就是岳飞,岳
飞就是《满江红》”(邓广铭语)。② 岳飞遇害时,儿子岳霖 11 岁,已是初晓世事的少年。 如果这首《满

江红》真为岳飞所作,岳霖怎么会全然不知呢?
梁启超概括“从传授统绪上辨别伪书”八法,指出:“六、后人说某书出现于某时,而那时人并未看

见那书,从这上可断定那书是伪”,“八、从书的来历暧昧不明,而定其伪”。③ 据梁启超此论,在可见

文献和既有争议的基础上,我们可以认定绝无书证的“岳飞《满江红》”是明人伪托,具体讲,景德年间

时任汤阴县教谕、《精忠录》的编辑者袁纯是肇始者。

一、“岳飞《满江红》”:这首杂糅之作绝非南宋名将岳飞所作

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宋史专家邓广铭为了论证“岳飞《满江红》”为岳飞所作,引述了史载的岳

飞诗文。 现录其引证的岳飞三首诗如下:

秋风江上驻王师,暂向云山蹑翠微。 忠义必期清塞水,功名直欲镇边圻。 山林啸聚何劳取,
沙漠群凶定破机。 行复三关迎二圣,金酋席卷尽擒归。

 

(《鄂王家集》之《题翠岩寺》)
湓浦庐山几度秋,长江万折向东流。 男儿立志扶王室,圣主专师灭虏酋。 功业要刊燕石上,

归休终伴赤松游。 丁宁寄语东林老,莲社从今着力修。 (《鄂王家集》之《寄浮图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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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气堂堂贯斗牛,誓将直节报君仇。 斩除顽恶还车驾,不问登坛万户侯。 (《宾退录》之《题

萧寺》)

邓广铭做引述之后说:“我认为,有充分的理由和根据,可以作出判断说,谱写这首《满江红》歌词

的,和写作上引那些《题记》与那些诗篇的,正是同一个人,即南宋名将岳飞。”他所谓“充分的理由和

根据”,就是所引用的岳飞诗词和题记“表达的内容全都是岳飞的忠君爱国思想”,“按其意境和感情

来说,和《满江红》词可以说是完全属于‘无差别境界的’”。
 

他引证了岳飞诗文中的这些语句:“蜂蚁

之群,岂足为功”“斩除顽恶还车驾” “立奇功,殄丑虏,还三关,迎二圣” “深入虏庭,缚贼主,蹀血马

前,尽屠夷种”“必期清塞水”“功名直欲镇边圻”“功业要刊燕石上”“金酋席卷尽擒归”。 邓广铭甚至

认为,将上述引用的岳飞诗、词和题记的诸多语句“加以洗炼,并使用虚实并举的手法,重新排列组合

一番,用长短句的体裁并写出来”就正是那首“岳飞《满江红》”。①

现存可见“岳飞《满江红》”最早版本为天顺二年(1458)王熙书写并刻石于汤阴县岳飞庙的《岳

飞满江红》词,全文如下: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 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

和月。 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靖康耻,犹未雪。 臣子恨,何时灭? 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 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

血。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 朝金阙!②
 

在引用岳飞载籍诗文为“岳飞《满江红》非伪作”作证的时候,邓广铭意识到一个矛盾:这些岳飞

载籍诗文表达了对功名的追求(“功名直欲镇边圻”“功业要刊燕石上”),而”岳飞《满江红》”却表示

对功名的蔑视(“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 邓广铭的解释是,这个矛盾是担任低级军官

时的岳飞和升任高级军官节度使之后的岳飞的认识层次不同所致。 邓广铭说:“前两句所表达的是

他(早年)的愿望,及至已经得到了节度使等类的很高的官衔之后,再与夙志稍加对照,便感到这功名

并非因‘镇边圻’而得,而这‘功业’也更远远不能刊刻在燕然山上,当然他就要视同‘尘与土’了。” ③

对文学作品作者的表达意图的判断,评论者是有一定的自由度的,甚至有限的猜想都具有合理

性。 但是,如邓广铭这样简单以官位升迁来论断岳飞对“功名”的态度变化,是没有说服力的。 司空

图初试进士落榜,写下“三十功名志未伸”(《榜下》);韩愈上《谏佛骨表》被贬潮州,写下“夕贬潮州路

八千”(《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 我们知道,陶渊明早有名句“误乐尘网中,一去三十年”(《归田园

居·其一》),这是为后世诗词中类似“三十功名”之句奠定了“功名悔悟”的基调的原典;而“八千里

路”喻奔劳艰辛且无谓,则在韩愈之后成为诗家直接援用的“熟典”。 清李宝嘉撰《南亭词话》录民调

琵琶曲《家贫亲老》唱道:“怎样好。 家贫亲又老。 八千里路,没一点功劳。” ④“岳飞《满江红》”的名句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是由司空图与韩愈诗句化出。 若以典喻义,这两句诗则赋予《满

江红》表达的功名观以失落、消极之义。
当然,英雄志士并非不会(不可)书写感伤、哀婉的情感。 岳飞唯一史载的词《小重山》说:

昨夜寒蛩不住鸣,惊回千里梦,已三更。 起来独自绕阶行,人悄悄,帘外月胧明。 白首为功

名,旧山松竹老,阻归程。 欲将心事付瑶琴,知音少,弦断有谁听。 (《鄂王家集》之《小重山》)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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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广铭:《再论岳飞的〈满江红〉词不是伪作》,《文史哲》1982
 

年第
 

1
 

期。
涂秀虹点校:《精忠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第 204 页。 按:现传世“岳飞《满江红》”为弘治十四年本
《精忠录》载录本,其结尾为“朝天阙”,与王熙书碑《岳飞满江红》词结尾“朝金阙”有一字之差。
邓广铭:《再论岳飞的〈满江红〉词不是伪作》,《文史哲》1982 年第 1 期。
唐圭璋编:《词话丛编·南亭词话》,北京:中华书局,2005 年,第 3186 页。
岳珂编,王曾瑜校注:《鄂国金佗稡编·续编校注》,第 980—982 页。



在这首词中,孤寂、惆怅甚至于迷惘的情绪是浓郁而沉重的,与上述史载的岳飞三首诗所展示的慷慨、
勇毅和坚卓的情怀是相反的。 我们应当理解不仅寻常人,即使超绝卓异之士的情怀都是多样而且变

化的。 在“岳飞《满江红》”中,“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的真正问题,不是其所含蓄的功

名失意和人生消极之感,而是它与这首“爱国诗词”的主旨和基调相违逆。 该词上阙,开篇是“怒发冲

冠,凭栏处,潇潇雨歇”,结尾是“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因此,上阙的起和收,都以愤激、慷慨

为势,中间夹入一半是哀怨、一半是无谓的“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是“莫须有”的横逸

之吟。
因为“岳飞《满江红》”一词的情理乖背,对于其辩护者一个不可解决的难题是其系年的断定。 邓

广铭断其出于岳飞升任节度使之后,但未确定年限。 作为邓广铭学生,王曾瑜则从邓师之说而定其系

年为绍兴四年(1134)。 1134 年,岳飞 32 岁,率兵收复襄、汉六郡,被宋高宗赵构授清远节度使,成为

宋代最年轻的“建节”者。 此前一年,宋高宗赐 31 岁的岳飞宸翰“精忠”旗(“精忠”二字为高宗手

书)。 王曾瑜如此描拟“岳飞《满江红》”的问世:

一天,岳飞登上鄂州的一座高楼,凭栏俯瞰江流,仰眺远天。 时值雨后天睛,锦绣山河分外明

媚。 岳飞触景生情,思潮澎湃,祖国的危难,个人的遭际,一齐涌上心头。 北方的故土有待收复,
同胞的泪眼南望欲穿。 往后的征途修远而漫长,襄汉之役的成功又何足挂齿。 至于个人的功名

利禄,更如尘土一般,不足萦怀。 岳飞肺腑的满腔热忱,终于化为吭喉的一曲长歌《满江红》。①
 

这段评述是纯粹基于作者揣测、臆想的。 它对 32 岁的岳飞获授节度使后的心态的想象在竭力贴合

“岳飞《满江红》”的情感指向的同时,不仅完全脱离了史实的征引和辨析,而且因为受制于这首词情

感指向的乖背、驳杂而陷入似是而非、自相矛盾的境地。 32 岁获授节度使的岳飞的“个人的遭际”不

可能是“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的生活背景。 以王曾瑜本人在其《岳飞新传》的叙述为依据,直
至绍兴七年岳飞以武将之职首次向宋高宗面奏立储之议而犯忌之前,宋高宗对岳飞是非常信任而且

极其器重的。 因此,在绍兴四年,新晋从二品清远节度使的岳飞可能“壮怀激烈”,但未必“怒发冲

冦”,更不可能“空悲切”。 那么,绍兴七年之后,岳飞与宋高宗渐行渐远,最终加以秦桧奸谗而遇害,
其间 5 年左右,“岳飞《满江红》”是否有由岳飞写出的合理机会呢? 以此词的情理乖谬,这合理的机

会是同样不存在的。
钱钟书考评“岳飞《满江红》”说:“按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卷二三谓此词来历不明,疑是明人

伪托,是也。 窃谓伪撰者亦是高手。 ‘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本之《汉书·王莽传》中韩

威曰:‘臣愿得勇敢之士五千,不赍斗粮。 饥食虏肉,渴饮其血,可以横行’。 他语亦挦撦宋人长短句,
而浑成无迹。” ②钱钟书对《满江红》的梳辨,具体所指虽有可商榷处,但非常重要。 它不仅证明“岳飞

《满江红》”是明人伪托,而且证明这是一首杂糅众家的诗词。
1994 年,在一篇鉴赏文章中,王富仁谈到他对著名爱国诗篇“岳飞《满江红》”的个人感受。

 

他说:
“全诗节奏很好,短句铿锵有力,长句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把一个英雄人物的气魄表现得淋漓尽

致。 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感到它的感情是无根的、虚浮的,外壮内不壮。 像‘怒发冲冠’,像‘仰天长

啸,壮怀激烈’,都缺乏底气,是自我感情的夸张性表现。 就全诗而言,则觉得如观勇士献技,虽见其

勇,服其志,感其气,一时情绪振奋,心神具旺,但终觉与自己没有多大关系。” ③王富仁指出“岳飞《满

江红》”的感情“是无根的、
 

虚浮的,外壮内不壮”,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不仅是伪托之作,而且是钱钟

书所考评的“杂糅(挦撦)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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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曾瑜:《尽忠报国:岳飞新传》,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22 年,第 124 页。
钱钟书:《钱钟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第 3 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年,第 1745 页。
王富仁:《诗与英雄———对于岳飞〈满江红〉词的一点异议》,《名作欣赏》1994 年第 6 期。



因此,将杂糅之作“岳飞《满江红》”定为岳飞作,不仅缺少文献依据,而且与岳飞精神和文风是相

违背的。 准确讲,“岳飞《满江红》”绝非南宋名将岳飞之作。

二、“岳飞《满江红》”系改写元杂剧《东窗记》曲词而来

在 21 世纪以来的新近研究中,发现了元末杂剧《东窗记》第二出的《女冠子》曲唱词和岳飞独白

与“岳飞《满江红》”的文字和内容高度相似、重合。 王曾瑜认为是《东窗记》仿袭和改写了“岳飞《满

江红》”,证明后者在元代不仅已经存在,而且产生了重要影响;①王霞持相反观点,认为《东窗记》相

关词句较“岳飞《满江红》”低劣,后者是对前者加工、提炼的产物———理由是,“(戏曲)作者对于名家

名作是不会去做狗尾续貂之事”。②

王霞持论“(戏曲)作者对于名家名作是不会去做狗尾续貂之事”是不符合戏曲创作的史实的。
关汉卿是公认的元代戏曲大师。 他的《单刀会》第四折的《新水令》《驻马听》《风入松》三曲就以隐括

手法化用了苏东坡的《念奴娇·赤壁怀古》词句。 其说:

【新水令】大江东去……舟一叶。 不比九重龙凤阙,这里是千……,来,来,来! 我觑的单刀

会似村会社!
【驻马听】……少年周朗何处也? 不觉灰飞烟灭,可怜! ……当时绝,鏖兵江水尤然熟。 好

交我心下……不尽英雄血!
【风入松】文学得行与……国能谓不休说,一时多少豪杰。 人生百年……不奢。③

 

苏东坡《念奴娇·赤壁怀古》原词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故垒西边,人道是:三
国周郎赤壁。 乱石崩云,惊涛裂岸,卷起千堆雪。 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

了,雄姿英发。 羽扇纶巾,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 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 人间如梦,一尊

还酹江月。”两相比较,关剧显然是对苏词的支离、隐括,并且将后者诗词的恢宏豪放简约为戏曲的插

科打诨。 关汉卿是中国戏曲史上的大宗师,但是,若认为他此处对苏词的化用是点石成金则是不实之

论。 因此,简单以作品的“优劣”论证先后模仿关系,是缺少说服力的。
王曾瑜在“岳飞《满江红》”的真实性被置疑,即其产生年代未确定的前提下,直接断定《东窗记》

作为“晚出”作品模仿该词,是倒果为因的立论,不能成立。 据现有文献,《东窗记》出现于元末,“岳飞

《满江红》”出现于明中叶。 因此,究竟是前者仿袭、改写了后者,还是后者是对前者的概括、加工,是
需做具体的文本考辨和历史溯源的。

《东窗记》第二出中《女冠子》曲云:
 

怒发冲冠,丹心贯日,仰天怀抱激烈。 功成汗马,枕戈眠月,杀金酋伏首,驾长车踏破贺兰山

缺。 空怨绝,待把山河重整,那时朝金阙。

在这曲《女冠子》唱词之后,岳飞有一长段说白,其中说道:

宗社南迁,二帝有蒙尘之耻;将兵北伐,诸臣无靖难之功。 竭力事亲,乃为子职之本分;尽忠

报国,实为臣道之当然。 若欲移孝为忠,便可图存匡扶。 饥餐胡虏肉,方称吾心;
 

渴饮匈奴血,始
遂吾意。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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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王曾瑜:《岳飞〈满江红〉词真伪之争辨及其系年》,《文史知识》2007
 

年第
 

1
 

期。
王霞:《岳飞作〈满江红〉“新证”辨析》,《古典文献研究》2009 年第 12 辑。
蓝立蓂校注:《关汉卿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8 年,第 382—383 页。 按:引文省略号为原刊底版缺字处。

 

王季思主编:《金元戏曲》第 11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年,第 99—100 页。



本文上节已全录《岳王家集》全部岳飞诗、词。 该书辑录岳飞四个题记,现摘录其中一个做代表

如下:

自中原板荡,夷狄交侵,余发愤河朔,起自相台,总发从军,历二百余战。 虽未能远入夷荒,洗
荡巢穴,亦且快国仇之万一。 今又提一旅孤军,振起宜兴,建康之城,一鼓败虏,恨未能使匹马不

回耳! 故且养兵休卒,
 

蓄锐待敌,嗣当激励士卒,功期再战,北逾沙漠,蹀血虏廷,尽屠夷种。 迎

二圣,归京阙,取故地,上版图,朝廷无虞,主上奠枕,余之愿也。 河朔岳飞题。 (《五岳祠盟记》建

炎四年)①
 

将岳飞题记与《东窗记》第二出《女冠子》曲词、岳飞独白相互比较,可见:其一,《东窗记》使用了

相同或相近于岳飞题记中的“金酋”、“二圣” (二帝)、“忠孝” (“尽忠报国” “移孝为忠”)。 这几个词

语,不仅在岳飞四个题记中多次出现,也在岳飞载籍的三首诗中出现(见本文前节所录)。 其二,《女

冠子》曲词“功成汗马,枕戈眠月,杀金酋伏首,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所述,是与岳飞题记“自中原板

荡,夷狄交侵,余发愤河朔,起自相台,总发从军,历二百余战,虽未能远入夷荒,洗荡巢穴,亦且快国仇

之万一”相符合的,虽然其中出现“踏破贺兰山缺”有夏承焘所指“方向乖背”之感。 其三,《女冠子》
的曲词“怒发冲冠,丹心贯日,仰天怀抱激烈”,虽然语词粗略,缺少韵致,但是以岳飞题记论,是符合

岳飞心志的。 其四,岳飞独白说“宗社南迁,二帝有蒙尘之耻;将兵北伐,诸臣无靖难之功。 竭力事

亲,乃为子职之本分;尽忠报国,实为臣道之当然”,就叙史明义而言,是对岳飞四个题记主旨的忠实

概括。 其五,《女冠子》曲词“空怨绝,待把山河重整,那时朝金阙”,是对岳飞三个题记包含的“尽忠报

国”的职志的凝练表达,而且是与岳飞《题翠岩寺》诗的“行复三关迎二圣,金酋席卷尽擒归”相呼应

的。 总之,《东窗记》第二出的《女冠子》曲和岳飞独白,是以岳飞三首传世诗和三个题记为素材,加以

“隐括”并戏曲化转换而成。 尽管不能以“精练”和“精采”论之,但作为曲词和说白,是吻合并且适当

地表现了岳飞的事功与情志的。
将“岳飞《满江红》”与岳飞三个题记相比较,可见前者无论词句、内容和情理,都与后者距离较

大。 “岳飞《满江红》”的“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相较于岳飞题记“自中原板荡,夷狄交

侵,余发愤河朔,起自相台,总发从军,历二百余战,虽未能远入夷荒,洗荡巢穴,亦且快国仇之万一”,
是空洞的,了无关系的,因为这两句诗,可以运用在任何有所追求和奋斗且怀失意之感的人身上。 该

词下阙叙靖康之难和岳飞报国之志,同样是空洞和抽象的,因为缺失岳飞诗文一再声张的“迎二圣,
复京阙”之志,所称“靖康耻,犹未雪”就显得没有目标和宗旨。

在其《岳飞新传》中,王曾瑜指出,南宋初年,一度流行“迎还二圣”的政治口号,这个口号因为宋

徽宗的死亡和金人放风要立宋钦宗或其子为傀儡皇帝而被南宋废弃,岳飞的奏折用语也作了相应的

改变。② 宋徽宗于绍兴五年(1135)死于金国囚禁中。 若以 1135 年为节点,以避讳“二圣”为“岳飞

《满江红》”之史实背景,那么,该词则必作于 1135 年之后———与王氏主张该词系年 1134 年相矛盾。
再者,1136 年,岳飞年过 35 岁,自谓“三十功名”则只能是虚指。 既为虚指,何以称“三十”而不称“四

十”? 这样一来,这首“岳飞《满江红》”全词的历史指向都会被虚拟化,使之成为一首与抗金名将岳飞

毫无关联的似是而非的南宋忠烈“爱国诗篇”———这当然使“岳飞《满江红》”不攻自破。
在表现与岳飞遗作缺少切近和内在关联的同时,“岳飞《满江红》”却表现了与《东窗记》明显的

渊源关系。 如前面考辨,《东窗记》第二出的《女冠子》和岳飞独白是直接以岳飞传世的诗和题记作为

素材的。 其“隐括”与化用的文学水平高低不论,但就以对岳飞胸怀、志向的表现而言,堪称切实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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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岳珂编,王曾瑜校注:《鄂国金佗稡编·续编校注》,第 982 页。
王曾瑜:《尽忠报国:岳飞新传》,第 205 页。



功。 相比之下,失于空泛的“岳飞《满江红》”却几乎全词包含于《东窗记》第二出《女冠子》曲词和岳

飞独白内容、文字。 从仿袭和改写而言,在历史先后顺序上,必然是后来者仿袭和改写先出者;在与表

现对象的关联性上,则必然是关联间接而疏远者仿袭和改写直接关联而且密切者。 《东窗记》第二出

表现了作者对岳飞传世诗篇和题记的援用,实际上是这些岳飞诗文的集中、提炼表述。 在“岳飞《满

江红》”一词中,没有表现这种直接关联性,相反,它表现的是对《东窗记》第二出的《女冠子》和岳飞

独白的省略性仿袭和改写,因为它损失了岳飞独特的语词表征和史实信息,其对于后者的仿袭和改写

关系是明显而且确凿的———比较两者文字可见,“岳飞《满江红》”的上阙主要是对《东窗记》第二出

《女冠子》单曲文句的援用和改写,而其下阙则主要是对后者的岳飞独白的“隐括”式改写,但其上、下
阙也糅合使用了《女冠子》和岳飞独白。

“岳飞《满江红》”的“凭栏处、潇潇雨歇。
 

抬望眼、仰天长啸”较之于《东窗记·女冠子》的“丹心

贯日月”,即是空疏铺排,了无意旨。 绍兴十二年(1142),宋高宗语自金国逃回宋国的尚书洪皓:“卿

忠贯日月,志不忘君,虽苏武不能过。” ①宝庆元年(1225),宋理宗改赐岳飞“忠武”谥号,岳珂撰《忠武

碑阴记》称岳飞“鞠躬尽力,死而后已者,此心也;忠贯日月,神明扶持者,亦此心也”。② 绍兴三十一

年,倪朴撰《拟上高宗皇帝书》,其中为岳飞鸣不平曰:“况忠臣义士,勋业炳天地,精忠贯日月,无尺寸

之封,而反受大戮,其怨怒之气,岂不充积于天地之间哉?” ③《东窗记·女冠子》之“丹心贯日月”,显
然是从“精忠贯日月”化出,改“精忠”为“丹心”,则为“精忠”宜于他人赞誉,而“丹心”则适合自表心

迹。 况且,岳飞蒙冤,致死不屈招,留下“天日昭昭,天日昭昭”八个炳昭千秋的大字,这岂不是“丹心

贯日月”? 《东窗记》此等绝胜之笔,正是“岳飞《满江红》”之大缺失处。 针对于对岳飞情志的表现,
《东窗记·女冠子》是及物的,而“岳飞《满江红》”是不及物的。

在元明戏曲中,“岳飞故事戏曲”数以十记,但直接涉及“岳飞《满江红》”的戏曲四部:《东窗记》
《精忠记》《香囊记》和《精忠旗》。 据既有研究可以确定,《东窗记》和《精忠记》是明中叶以前戏曲,而
《香囊记》和《精忠旗》是明中叶以后作品。④ 这四部岳飞故事戏曲前两部和后两部以明中叶为时间

分界线,正与袁编《精忠录》和王熙书《满江红》词碑“突起于明中叶”相吻合。 将“岳飞《满江红》”与

这四部戏曲相比较可见:其一,《东窗记》和《精忠记》中的《女冠子》曲、岳飞独白与“岳飞《满江红》”
不仅文字和内容均有重要差异,而且无《满江红》词(曲)名;其二,《香囊记》和《精忠旗》除个别异字

外,全词录用“岳飞《满江红》”,而且题名《满江红》。 依据这些异同并基于前文的辨析,我们可以得

出结论:其一,《东窗记》和《精忠记》早出于“岳飞《满江红》”,并且其中第二出《女冠子》曲和岳飞独

白为后者所仿袭和改写;其二,《香囊记》和《精忠旗》中的《满江红》曲是直接移录袁编《精忠录》中的

“岳飞《满江红》”。⑤

值得注意的是,《东窗记》第二出有三处相对于史载岳飞诗文的“异语”。 在岳珂编辑的《岳王家

集》中,岳飞未以“耻”称靖康之变,该剧岳飞独白称“二帝有蒙尘之耻”,是有违岳飞以忠臣之心的表

述礼范的;⑥岳飞诗文均未出现“贺兰(贺兰山)”,该剧《女冠子》唱词出现“踏破贺兰山缺”,与南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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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脱脱等撰,中华书局编辑点校:《宋史》卷三七三,北京:中华书局,1985 年,第 11560 页。
岳珂编,王曾瑜校注:《鄂国金佗稡编·续编校注》,第 1371 页。
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 242 册,成都:巴蜀书社,2009 年,第 81 页。
参见康保成:《岳飞〈满江红〉词在元明戏曲中的衍变》,《河南师大学报》1983 年第 2 期;黄仁忠:《〈香囊记〉作者、
创作年代及其在戏曲史上的影响》,《中山大学学报》2017 年第 1 期。
在《香囊记》和《精忠旗》的《满江红》曲中,“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与“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
奴血”两联上、下阙错简。
朱志远说:“纵观宋代人记录靖康之变的,并无人敢用‘耻’字……南宋时人对靖康二年(1127)徽、钦二帝被虏的
记述与评价的词汇有‘靖康之祸’‘靖康之乱’‘靖康之难’,用词皆能注意分寸。”见朱志远:《岳飞〈满江红〉词再
辨伪》,《中国诗学》2020 年第 29 辑。



人用词通例不符。① 同时,该剧岳飞独白说“饥餐胡虏肉,方称吾心;
 

渴饮匈奴血,始遂吾意”,虽然有

岳飞题记《五岳祠记》的“蹀血虏廷,尽屠夷种”等语句为本,但其渲染嗜血暴力是源于民间说唱的元

杂剧的夸张风格使然。 关汉卿杂剧《单刀会》第四折《雁儿落》曲唱词为“则为(你三寸不烂舌,恼)犯

我三尺无情剑铁,饮餐上将头,渴饮仇人血!” ②这三处“异语”表现了《东窗记》作者的戏曲文化传统。
这三处异语,也都出现在“岳飞《满江红》”中。 如果说“岳飞《满江红》”真出自岳飞手笔,则要确认一

个“非宋代名将”的岳飞。 明确讲,这三处异语在显示“岳飞《满江红》”并非岳飞之作的同时暴露了

它系由仿袭、改写《东窗记》而来的“胎记”。
依据文本分析和文献历史考辨可以确定,出现于明中叶袁纯编撰《精忠录》的“岳飞《满江红》”,

是由元杂剧《东窗记》(或由其明修订本《精忠记》)第二出《女冠子》曲及岳飞独白改写而来。

三、汤阴县教谕袁纯:“岳飞《满江红》”的肇始者

景泰元年(1450),翰林院侍讲徐有贞(初名徐珵)奏请修建汤阴岳王庙,次年庙成,景泰帝朱祁钰

赐庙额“精忠之庙”。 袁纯作为时任汤阴县教谕,全程主持了此庙的修建,并在其后数年间编辑《精忠

录》,记录建庙始末和辑录时人题咏新庙之作等。 现存世的《精忠录》刊本,以成化五年(1469)本(藏

日本国会图书馆,称“国会图书馆本”)、成化八年本(藏安徽图书馆,称“安图本”) 和弘治十四年

(1501)本(李氏朝鲜铜活字印本,称“朝鲜本”)为早出刊本。③ 依据对成化五年本的考辨,张延和做

出两个结论:其一,《精忠录》中的《岳飞本传》和岳飞诗文,为“尚玑刊刻时增补”;其二,“岳飞《满江

红》”可能来源于“王熙写于天顺二年的岳飞《满江红》词石碑”。④ 然而这两个结论都不能成立。
关于成化五年本的刊刻始末,叶蕴所撰《精忠录后序》

 

一文叙述得非常清楚:
 

至天顺癸未冬十月,邑大夫陕右同州尚侯玑来官,亦语是,欲捐俸刻板,恨无《录》以遂厥意。
越成化戊子,侯述职京师,拜求于袁先生家,先生慨而与之,及下车,遂命匠锓梓,请予文以叙其

末。 予观是《录》,辑于袁先生手,而校正于陈先生之巨笔,又况翰林名先生以叙其始末,其间若

诗,若文,若碑记,凡悼暴于王者之词语,皆古淡淳厚,铿金戛玉,有肖于李、杜,有庄、骚、史、西汉

诸儒风……成化五年岁己丑春二月上澣,汤阴县儒学训导三山叶蕴廷玉序。⑤
 

从叶氏此序可知两点:其一,成化五年刻本的底本,是尚玑直接从袁纯手中取得的,没有周折,是真正

的“袁编《精忠录》”;其二,作为序者,叶蕴审阅了此本,而且确认“是《录》,辑于袁先生手,而校正于

陈先生之巨笔”。 据叶序,当确认尚玑刻本《精忠录》不仅本于袁编本,而且就是袁编本。
成化五年本《精忠录》总计四卷,卷二、三、四均署袁纯编辑、陈贽校正,而卷一则无编、校署名。

卷一不署名编、校的原因是什么? 一个合理的解释是,卷一所载《宋史本传》岳飞事迹和《岳王家集》
岳飞著述,是从既有典籍移录,其著、辑者已有史载,无需署明。 商辂《序》曰:“纯虑无以昭远,乃辑庙

祀事始末,及士夫悼王所为诗文,类次成编,题曰‘精忠录’。” ⑥与之相同,太常少卿陈贽撰《题精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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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叶晔借助计算机检索和统计得结论:从南宋立国(1127)至金国覆灭(1234)这段时间内,宋人的文学作品中,没有
出现“贺兰”一词。 “贺兰”词在南宋文学中的消失,与南宋偏安一隅、与西夏再无瓜葛的历史转折一致。 见叶晔:
《宁夏词学传统与词中“贺兰”意象的演变》,《文学遗产》2019 年第 3 期。
蓝立蓂校注:《关汉卿集校注》,第 383 页。 按:引文括号中文字系据该书第 397 页注释“三四”条补入。
参见涂秀虹《〈精忠录〉:岳飞故事流传过程中一部重要的资料选编》,《文献》2014 年第 3 期;张延和《〈精忠录〉初
刻本的发现及其编纂与流传》,《文献》2022 年第 6 期。
张延和:《〈精忠录〉初刻本的发现及其编纂与流传》,《文献》2022 年第 6 期。
转引自张延和:《〈精忠录〉初刻本的发现及其编纂与流传》,《文献》2022 年第 6 期。
涂秀虹点校:《精忠录》,第 260 页。



庙·序》曰:“袁君又裒集诸荐绅题咏新庙之作,缮写成帙,题曰‘精忠录’。” ①连并叶蕴《后序》,商、
陈、叶前后三《序》均未语涉《精忠录》载录《岳飞本传》和岳飞著述。 叶蕴《后序》是专为成化五年本

作,自然是阅读了该本全书的,而其卷一则载录《岳飞本传》与岳著。 叶与商、陈为《精忠录》作序均于

《岳飞本传》与岳著不着文字,概因这只是袁氏移录旧典,非必要指明和渲染。
陈贽《诗序》称袁纯编辑《精忠录》 “用心可谓勤矣,盖欲表章前人之勋烈,亦所以激励后人也

与”。② 设想,若《精忠录》缺失岳飞事迹和岳飞著述,仅有后世士人题咏,“欲表章前人之勋烈”岂非

空谈? 其实,《精忠录》
 

卷三辑录郭文诗:“武穆遗踪著简编,鲁鱼时久失真传。 遂令百捷功湮矣,徒
使丹衷事杳然。 讹舛尚资雠校正,遗□□待购求全。 板行海内彰忠孝,谁不褒夸侍御□。” ③郭文为景

泰年间浙江按察司知事,此诗编入《国朝名贤诗歌·精忠庙落成》题下,属于商辂所称袁纯“裒集诸荐

绅题咏新庙之作”内容,必为袁纯编辑。④ 郭诗明确指出袁纯(侍御)将“久失真传”的岳飞(武穆)遗

踪校正、刊刻(板行),这显然是指袁纯初编《精忠录》已辑录《岳飞本传》和岳飞著述。 这是袁纯初编

《精忠录》已辑录《岳飞本传》和岳著的确切“内证”。
在可合理推断袁纯编辑《精忠录》必已辑录《岳飞本传》和岳飞诗文的前提下,张延和所断“岳飞

《满江红》”直到在成化五年本《精忠录》中才首次以纸质文献出现,“史源或为立于汤阴县岳庙、由庠

生王熙写于天顺二年的岳飞《满江红》词石碑”,就无立足点了。 袁纯初编《精忠录》后,从该书载录题

序看,至少自景泰七年至天顺三年,他持续在向名流士人展示这个编本。 如果该书辑录的岳飞著作中

没有“岳飞《满江红》”,而此词又署名“岳飞”赫然立石于敕建汤阴岳庙,即使袁纯不见,一干衮衮诸

公都眼盲或装瞎? 据《汤阴县志》,王熙为汤阴人,元侍御公王辅五世孙,成化四年举人。 王熙书“岳

飞《满江红》”词碑时,虽然出身世家,但仅是汤阴县学的一个生员(庠生),无本无据地在皇帝敕建的

岳飞庙书碑“岳飞《满江红》”,设若非袁纯授意、首肯,又岂能逃过“用心可谓勤矣”的前汤阴教谕、监
察御史袁纯的审视?

合理的推论是,“岳飞《满江红》”是袁纯本人“增补”入《精忠录》的岳飞著述中的,其“增补”时间

必在天顺二年前。 我们可做如下推论:天顺二年汤阴县学庠生王熙书碑“岳飞《满江红》”,不仅史源

于“袁编《精忠录》”,而且应是在袁纯授意之下进行的;十年之后,成化四年,新任汤阴县令尚玑直接

从袁纯手中索到《精忠录》底本,是年王熙也中举人,因此,“顺理成章地”增补了“汤阴举人王熙诗”
一首。 但是,这个“增补”当然也应是得到袁纯首肯的———甚至可能是袁纯本人直接“增补”的。 以

故,与张延和所定成化五年本载“岳飞《满江红》”史源于天顺二年王熙于汤阴岳庙书碑《满江红》词

相反,王熙所书《满江红》本于袁编《精忠录》所载“岳飞《满江红》”。 这就是说,成化五年本和天顺二

年王熙书碑所本是同一个史源,即未刊刻的袁编《精忠录》。
综上所述,据现有文献,可以得出的合理推论是:袁纯是“岳飞《满江红》”的肇始者。

四、“朝金阙”变“朝天阙”:西湖风景中的历史返照

在今存三个《精忠录》早期刊本中,成化五年本和成化八年本“岳飞《满江红》”的结尾均为“朝金

阙”,弘治十四年本“岳飞《满江红》”结尾为“朝天阙”;三本此词其他文字无差别。 从“金”变“天”,
一字之差是为什么? 明人蒋一癸说:“后人以‘朝金’为语忌,改‘天阙’云。”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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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涂秀虹点校:《精忠录》,第 73 页。
涂秀虹点校:《精忠录》,第 73 页。
涂秀虹点校:《精忠录》,第 253 页。
涂秀虹与张延和著述均认可郭文诗属袁纯编本《精忠录》辑录。
邓子勉编:《明词话全编》,南京:凤凰出版社,2012 年,第 3582 页。



蒋氏的“朝金语忌”说与史实不符。 无论唐宋,还是元明清,“朝金阙”的使用,不仅均无所谓“语

忌”,而且“金阙”即可代指朝廷、帝王,亦可代指道家仙境。 李白有诗句,“且复归碧山,安能恋金阙”
(《赠韦秘书子春》),“尔向西秦我东越,暂向灜洲访金阙”(《鲁郡尧祠送宝明府薄华还西京》)。 前诗

“金阙”指朝廷,后诗“金阙”指道家仙境。 若以“金阙”为语忌,南宋无疑是最当避讳的。 然而,抗金

名将、著名诗人辛弃疾却有词句“马上琵琶关塞黑,更长门翠辇辞金阙” (《贺新郎·别茂嘉十二

弟》),且友人赵善括贺辛寿词则曰“杖策归来,入关徒步,万里朝金阙”(《醉蓬莱·辛帅生日》)。 金

人掳徽宗、钦宗二帝,成宋室“靖康之难”,南宋不忌“金阙”,何以与金人并无战争瓜葛的明人刊刻“岳

飞《满江红》”要以“金阙”为语忌? 蒋氏之说实为臆测。
《精忠录》弘治十四年本,是杭州太监麦秀主持刊刻的。 浙江提学赵宽为此刻本作《精忠录后序》

说:“镇守浙江太监麦公素秉忠爱,奉公为民之心恒眷眷焉,慕王之烈,既新其祠墓,又即旧板行《精忠

录》躬为校正而翻刻之,巡按御史陈公序之详矣。 宽谓镇守公是举也,立风化之端,励人臣之节,使忠

良知所劝,而乱贼知所愁。 董仲舒有言:‘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不见,后有贼而不知。’
愚于是录亦云。 弘治十四年岁次辛西冬十月,中顺大夫奉敕提学浙江按察司副使吴江赵宽序。” ①这

段序文除说明麦秀翻刻《精忠录》始末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赵氏自表“宽谓镇守公是举也”。 弘治十

四年,麦秀刻本将成化本(1469,1472) 《精忠录》 “岳飞《满江红》”结尾之“朝金阙”改为“朝天阙”。
一年后,即弘治十五年,正因为“宽谓镇守公是举也”,赵宽于杭州西湖岳庙书碑“岳飞《满江红》”,也
将其结尾改为“朝天阙”。

淳熙十年(1183)八月八日,宋孝宗皇帝赵昚恭请太上皇赵构和太上皇后吴氏往浙江亭观潮,极
显淳熙之治的盛世气象。 赵构兴致之极,诏令侍宴官各赋《酹江月》一曲,“至晚进呈,太上以吴琚为

第一”。 吴琚是太上皇后吴氏的侄子,其《酹江月》词上阙曰:“白马凌空,琼鳌驾水,日夜朝天阙。”因

为得太上皇宠幸,此词遂刻石于西湖六和塔内,为后世仰慕。 明代文士如张岱、田汝成等,甚至于杨慎

均对吴琚这首《酹江月》有载录、品评,是明代词话中的热闹话题。
浙江镇守麦秀和浙江提学赵宽,是不可能不知道六和塔中的这首吴珺《酹江月》的来头的。 然

而,更加要紧的是,宋孝宗赵昚不是南宋别的皇帝,正是岳飞在绍兴七年和九年向高宗皇帝为之两次

上奏“立储”的赵昚(时名瑗),岳飞遇害是与这两次僭越上奏深刻关联的。 然而,也正是这位赵昚在

继位为孝宗皇帝后力排众议(包括禅位后的太上皇赵构的掣肘)为岳飞逐步平反、昭雪。 将汤阴袁纯

《精忠录》的“岳飞《满江红》”的结尾“朝金阙”改为典系孝宗的“朝天阙”结尾,栖霞山下、西子湖畔的

岳王庙与月轮山上、钱塘江畔的六和塔隔湖相眺,“日夜朝天阙”,岂非更配岳武穆之哀荣? 这难道不

是麦秀、赵宽于“岳飞《满江红》”一字之改的“妙谛”所在?
现传本“岳飞《满江红》”,即因麦秀刻本和赵宽书碑而成“定本”。 与天顺二年王熙于汤阴岳庙

书碑“岳飞《满江红》”不书来源一样,弘治十五年赵宽于杭州西湖岳庙书碑“岳飞《满江红》”也不书

来源———这正是致使余嘉锡于 20 世纪 30 年代首发质疑此词“来历不明,深为可疑” ②的症结。 袁纯

之于王熙,麦秀之于赵宽,翻演的是“官制伪托”的历史循环。

(责任编辑:卿　 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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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a
 

Qian's
 

Understanding
 

of
 

“Wen”
 

(Literary):
 

Through
 

Analysis
 

of
 

Wenxin
 

Diaolong
 

and
 

Wen
 

Xuan
 

Wang
 

Chunhong
　 　 Styles

 

of
 

writing
 

are
 

shaped
 

by
 

ideas
 

and
 

contexts
 

and
 

can
 

be
 

roughly
 

divided
 

into
 

two
 

categories
 

of
 

wen
 

(literary)
 

and
 

bi
 

(writing).
 

Shiji
 

( The
 

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focuses
 

on
 

historical
 

narratives,
 

but
 

Sima
 

Qian
 

also
 

pays
 

attention
 

to
 

one
 

of
 

the
 

main
 

lyrical
 

and
 

aesthetic
 

veins
 

of
 

the
 

literary
 

writing
 

with
 

his
 

thoughts
 

and
 

experiences.
 

Detailed
 

analysis
 

on
 

Wenxin
 

Diaolong
 

( The
 

Literary
 

Mind
 

and
 

the
 

Carving
 

of
 

Dragons)
 

and
 

Wenxuan
 

(Selections
 

of
 

Refined
 

Literature)
 

will
 

contribute
 

to
 

tracing
 

back
 

the
 

monumental
 

achievement
 

of
 

Sima
 

Qia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hi
 

(poetry)
 

and
 

fu
 

(ode),
 

as
 

well
 

as
 

for
 

the
 

narration
 

of
 

the
 

literary
 

history.

A
 

New
 

Investigation
 

on
 

the
 

Authorship
 

of
 

Yue
 

Fei's
 

“Man
 

Jiang
 

Hong”———The
 

First
 

Forgery
 

by
 

Yuan
 

Chun,
 

an
 

Educational
 

Officer
 

at
 

the
 

Tangyin
 

County Xiao
 

Ying
　 　 The

 

so-called
 

passing
 

down
 

version
 

of
 

“ Man
 

Jiang
 

Hong”
 

by
 

Yue
 

Fei
 

was
 

first
 

recorded
 

in
 

the
 

Jing
 

Zhong
 

Lu,
 

edited
 

by
 

Yuan
 

Chun
 

in
 

the
 

middle
 

of
 

the
 

Ming
 

Dynasty.
 

Since
 

the
 

1930s,
 

scholars
 

such
 

as
 

Yu
 

Jiaxi
 

have
 

been
 

questioning
 

the
 

authorship
 

of
 

this
 

poem,
 

and
 

so
 

far,
 

there
 

has
 

been
 

no
 

consensus
 

on
 

the
 

relevant
 

disputes.
 

Based
 

on
 

the
 

current
 

research,
 

by
 

comparing
 

and
 

analyzing
 

the
 

passing
 

down
 

“Man
 

Jiang
 

Hong”
 

and
 

Yue
 

Fei's
 

other
 

poems
 

and
 

essays
 

as
 

well
 

as
 

the
 

Yuan
 

Zaju
 

opera
 

Dong
 

Chuang
 

Ji,
 

and
 

also
 

by
 

referring
 

to
 

the
 

historical
 

facts
 

regarding
 

the
 

editing
 

and
 

printing
 

of
 

the
 

Jing
 

Zhong
 

Lu,
 

this
 

article
 

further
 

contributes
 

to
 

the
 

textual
 

studies
 

of
 

this
 

poem
 

in
 

order
 

to
 

provide
 

an
 

account
 

of
 

it
 

with
 

an
 

“ internal
 

justification”.
 

The
 

research
 

finding
 

of
 

this
 

article
 

indicates
 

that
 

not
 

only
 

the
 

so-called
 

passing
 

down
 

version
 

of
 

“Man
 

Jiang
 

Hong”
 

by
 

Yue
 

Fei
 

was
 

forged
 

by
 

people
 

in
 

the
 

Ming
 

Dynasty,
 

but
 

also
 

the
 

first
 

example
 

of
 

this
 

forgery
 

started
 

with
 

Yuan
 

Chun,
 

an
 

educational
 

officer
 

at
 

the
 

Tangyin
 

county,
 

whose
 

editing
 

of
 

the
 

Jing
 

Zhong
 

Lu
 

helped
 

the
 

poem
 

to
 

“stand
 

out
 

in
 

the
 

middle
 

of
 

the
 

Ming
 

Dynasty. ”

On
 

the
 

Criticism
 

of
 

the
 

Ming
 

Dynasty
 

Class
 

Books———With
 

Siku
 

Quanshu
 

Zongmu
 

as
 

the
 

Focus
Wang

 

Jingzhou,
 

Kong
 

Decheng
　 　 Standing

 

on
 

the
 

official
 

position
 

of
 

the
 

Qing
 

Dynasty,
 

The
 

General
 

Catalog
 

of
 

the
 

Siku
 

Quanshu
 

Zongmu
 

depicted
 

the
 

image
 

of
 

the
 

Ming
 

Dynasty
 

class
 

book
 

“ plagiarism”,
 

heavily
 

exaggerated
 

in
 

the
 

criticism,
 

making
 

it
 

a
 

“final
 

conclusion”.
 

On
 

this
 

basis,
 

Siku
 

Quanshu
 

Zongmu
 

intersected
 

with
 

the
 

literature
 

content
 

and
 

compilation
 

system
 

to
 

construct
 

a
 

seemingly
 

rigorous
 

but
 

actually
 

strict
 

critical
 

system
 

of
 

the
 

Ming
 

Dynasty
 

class
 

books,
 

and
 

brought
 

all
 

the
 

Ming
 

Dynasty
 

class
 

books
 

into
 

this
 

system
 

to
 

criticize.
 

However,
 

the
 

critical
 

context
 

construct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ook-down”
 

was
 

ultimately
 

difficult
 

to
 

be
 

logical
 

and
 

consistent.
 

However,
 

we
 

should
 

also
 

see
 

its
 

academic
 

deficiency
 

and
 

limitations
 

of
 

the
 

times,
 

so
 

as
 

to
 

clarify
 

its
 

original
 

source.
 

The
 

Du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Logic
 

of
 

Capital
 

in
 

Capital Dong
 

Biao,
 

Wang
 

Yue
　 　 The

 

theoretical
 

theme
 

of
 

Marx's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is
 

to
 

grasp
 

the
 

essence
 

of
 

capital
 

and
 

its
 

operating
 

laws,
 

and
 

to
 

transcend
 

the
 

logic
 

of
 

capital
 

while
 

revealing
 

it.
 

In
 

Capital,
 

Marx
 

interpreted
 

the
 

logic
 

of
 

capital,
 

based
 

on
 

its
 

property
 

of
 

the
 

means
 

of
 

production
 

and
 

nature
 

of
 

social
 

relations,
 

as
 

two
 

levels
 

that
 

define
 

each
 

other:
 

a
 

logic
 

of
 

proliferation
 

centered
 

on
 

the
 

production
 

and
 

reproduction
 

of
 

relation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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